
五四时期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阵地
———《晨报副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与意义①

王宪明，杨　琥

　　摘　要：《新青年》是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之一，而复刊后的《晨报》，特别是改良以后
的《晨报副刊》则是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阵地。李大钊在《晨报》所担当的是一个组织者、协调者的

角色，正是通过他的杰出工作，《晨报》从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１日复刊第一天开始，特别是从次年２月７日开
始，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组织、有系统传播的最重要的阵地之一，其作用与《新青年》相比，可以说毫

不逊色。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帮助下，复刊以后的《晨报》紧密配合《新青年》，在《晨报副刊》开始有组织、

有系统地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章。正是在《新青年》和《晨报副刊》的带

动下，《民国日报》、《时事新报》和稍后的《京报》等迅速跟进，先后辟出专栏专刊，宣传马克思主义。日

本学者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提出的“五四时期指导《晨报副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不

是李大钊而是陈溥贤”的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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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李大钊是五四时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的先驱，这是学术界长期以来的共识。但近年

来，个别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例如，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一书就非常具有代表性，他在书中得出了以下

十分大胆的结论。为准确反映其观点，请允许

摘录其几段相关文字：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先驱、创建中共

的核心人物李大钊，１９１９年逃离北京在昌
黎小住，在那里写下了他那篇永远值得纪

念的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过

去，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时，通

常都要提到李大钊的这篇文章；但是随着

研究的深入，现在人们都已经知道，先于这

篇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是北京的

日报《晨报》的第七版即《晨报副刊》，以及

上海的日报《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上

刊登的文章。其中，《晨报副刊》的《马克

思研究》栏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占有重

要位置，这个栏目早在“五四”前夜就发出

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声，拉开了五四

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序幕。②

在当时的中国，尽管人们越来越关心

社会主义，但是，汉语的社会主义书籍自不

待言，连外语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也很难得

到。从这一点考虑，李大钊能够在１９１９年
夏秋这一极早时期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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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初稿曾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在北京大学、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河北省委宣传部等联合主办的“纪念
李大钊诞辰１２０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做过宣读交流，特此说明。

［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７页。



说，除了有自己关注马克思主义这一内在

原因外，还应该指出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他

身边有陈溥贤这样的为他提供日本社会主

义新刊书报的后援者。在陈溥贤五四运动

时期的积极译著与李大钊的言论背后时隐

时现的，是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勃兴和马

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

毋庸赘言，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北

京的传播，绝非李大钊一人之功。因为李

大钊所接受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由

河上肇、福田德三解释并提出若干疑问后，

由陈溥贤传递给李大钊的。……在 １９１９
年的中国，接触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必须

地会被卷进日本探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知

识环境中去。换句话可以这样说，且不谈

“内在原因”如何，李大钊之所以能够把同

一时期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介绍到中

国，是因为他有了陈溥贤这样一位朋友，因

而与日本的“知识”之间距离较近的

缘故。①

石川氏的意思很清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

是：“没有原始资料能够证明李大钊直接参与

了《晨报副刊》的编辑工作”；“五四时期指导

《晨报副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不是李大

钊，而是翻译、介绍上述日文社会主义的‘渊

泉’（即陈溥贤———引者注）”②。这就是说，李

大钊这位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

前还有另外一位“先驱”即陈溥贤，他比李大钊

更早地在《晨报副刊》上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影

响了李大钊，而这位“陈先驱”之所以能够做到

这一点，是因为背后有与日本的联系。

石川氏上述“新论”，“扬陈（溥贤）抑李

（大钊）”、“高估外因（日本）忽视内因（中国）”

的态度显而易见，对此我们不敢苟同。经过研

究，我们得出的结论正好与其相反。

二、李大钊是《晨报副刊》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动人物

　　众所周知，李大钊与《晨报》的关系非同
一般。

《晨报》是梁启超、汤化龙等为首的进步党

的机关报，是五四时期中国最有影响的大报之

一，其前身是１９１６年８月１５日创刊的《晨钟》
报。时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李大钊被聘为编辑

部主任，该报代发刊词《〈晨钟〉之使命》等文就

出自李大钊之手。由于政见不合，两个月后李

大钊被迫辞职，离开了《晨钟》报③。

１９１８年９月，《晨钟》报因刊载段祺瑞向日
本大借款事而遭查封。同年 １２月 １日，《晨
钟》报改名《晨报》，重新出版，版面安排和内容

方面作了重大调整。１９１９年２月７日，该报于
第７版正式设立《副刊》，此后，李大钊频频在
该《副刊》上发表文章，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

从而“使这一版变成了参加新文化运动和宣传

社会主义的园地”④。

正因为李大钊与《晨报》有这样的渊源关

系，后来的一些研究者认为，《晨报副刊》于

１９１９年２月７日的改良，是在李大钊的指导或
协助下进行的⑤。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李

大钊“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⑥；

“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原来《晨报》的旧人中，也

有人写了《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的奋斗生

涯》这样的文章”⑦。

除以上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外，还有一些

“众所不知”的情况：在李大钊于１９１６年１０月
脱离《晨钟》报到《晨报》于１９１９年２月７日改
版之前这段时间里，他与该报关系到底如何？

对该报究竟有无影响？（石川祯浩的论点恰好

就是根据这一空当做出的）１９１９年２月７日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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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第１７页、９页。
关于李大钊与《晨钟》报的关系，参阅朱成甲《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４０４～４０９页。

另可参见中央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１集上册，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７８年第１版，１９７９年第１次印刷，第９８页。
中央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１集上册，第９９页。
参阅中央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１集上册，第９８页；《李大钊传》编写组《李大钊传》，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９年，第５８页；张静如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７５页。
张静如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７５页。
李龙牧：《五四时期思想史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１９８页。



报改良、设立副刊以后，李大钊在其中扮演什么

角色？

根据我们的研究，目前已经大致可以肯定

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晨报》复刊第一天正文头条刊出的

《发刊词》中指出：

《晨报》何为而作乎？曰：即为此罪恶

之政治作，社会作，新闻界之恶岁作。良农

不以收薄而废耕，良工不以知稀而辍肆，况

此政治社会者，不幸而与我同国同生同死，

若人与空气之不离，若骨肉亲戚之不可分。

假非值此恶岁，陷此罪恶，犹可默尔而听其

自然，而今则何如乎？欧战罢矣，门户开

放，机会均等之局，吾国所借以苟息于国际

者，是否可以恢复不变，军国主义覆，而社

会主义大张，自一德意志起，牵连摧陷，几

及全欧，披靡，不可复遏，吾国民之思

想能力，是否能与之因应而受其益？就今

日政治社会现象观之，吾敢断其于此无一

毫把握，而且有不可思议之险兆，而举国上

下方且嬉嬉昏昏于贺战胜、讲和平之空气

中，以为从此无事，可以偃然各安其私，危

乎不危？知其危而垂涕以道，虽不幸至于

批鳞犯忌，犹冀其一寤以共全。此处同国

同生同死之谊则然，不忍以已而亦不得以

已者也。此《晨报》之所为作也。①

这篇发刊词中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第

一，提出了欧战结束后列强在华“门户开放、机

会均等”局面与中国的关系及可能出现的变化

趋势；第二，对当时举国上下“贺战胜”“讲和

平”的现象提出了批评；第三，提出了欧战结束

后“军国主义覆而社会主义大张”、中国如何应

对的问题。环顾当时中国思想界，能够达到如

此境界、正在思考这些问题并抱有如此明确、独

特主张的人却寥寥无几，即使有少数先进分子

抱有类似看法，也不愿到公众中大声宣讲②。

而熟悉李大钊研究的学者都知道，这些问题恰

好是李大钊从大战开始直至结束时一直在思考

探索的重大问题。《晨报》复刊的《发刊词》所

透露出的思想倾向与李大钊这一时期的思想主

张完全吻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特别是日本乘机

占领我国青岛并提出“二十一条”之后，李大钊

曾撰写《警告全国父老书》等文，痛陈“吾中国

之待亡也久矣！所以不即亡者，惟均势之故”；

“致中国于将亡者，惟此均势；延中国于未亡

者，惟此均势；迫中国于必亡者，亦惟此均势”。

欧战的爆发，打破了“均势”，列强在中国实行

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将面临新的变

数，中国也因此正面临着空前的亡国危机③。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李大钊连续发

表《庶民的胜利》、《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利》等文，对
举国上下庆祝“战胜”之举提出了严厉批评。

他指出：

我们这几天庆祝胜利，实在是热闹的

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庆

祝，究竟是为哪一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

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

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

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

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那一国的部分人庆

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

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

祝。④

他描写庆祝“战胜”者的状况说：

“胜利了！胜利了！联军胜利了！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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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刊词》，《晨报》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１日第２版。
陈独秀在《克林德碑》一文中就说过：大战结束，京中各校放假三天，庆祝协约国战胜，“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

不热闹”，但“余方卧病，不愿出门：一来是觉得此次协约战胜德国，我中国毫未尽力，不便厚着脸来参与这庆祝盛典；二来是觉得此

次协约国胜利，不尽归功于军事……所以不管门外如何热闹，只是缩着头在家中翻阅闲书消遣”（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

第１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３９页）。另，１９１９年３月１３日，张奚若曾因《新青年》杂志等发表“公理战胜强权”、欢
呼大战胜利之类的文章而写信批评说：“读中国报纸，见官府人民一齐庆祝联军胜利，令人赧颜。读《新青年》等报，见谓公理战胜

强权，以后世界将永远和平，令人叹其看事太不ｃｒｉｔｉｃａｌ［批判的］……未免蹈混事实与希望为一之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３１～３２页）

李大钊：《警告全国父老书》，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１１页、１１３页。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２卷，第２５４页。



服了！降服了！德国降服了！”家家门上

插的国旗，人人口里喊的万岁，似乎都有这

几句话在那颜色上音调里隐隐约约的透出

来。……我们这些和世界变局没有很大关

系似的国民，也得强颜取媚：拿人家的欢笑

当自己的欢笑；把人家的光荣做自己的光

荣。学界举行提灯。政界举行祝典。参战

年余未出一兵的将军，也去阅兵，威风凛凛

的耀武。著《欧洲战役史论》主张德国必

胜后来又主张对德宣战的政客，也来登报，

替自己作政治活动的广告，一面归咎于人，

一面自己掠功。像我们这种世界上的小百

姓，也只得跟着人家凑一凑热闹，祝一祝胜

利，喊一喊万岁。①

但是，仔细想来，就会发现：

这回胜利，究竟是谁的胜利？这回降

服，究竟是那个降服？这回功业，究竟是谁

的功业？我们庆祝，究竟是为谁庆祝？

他反思后所得结论是：

原来这次战局终结的真因，不是联合

国的兵力战胜德国的兵力，乃是德国的社

会主义战胜德国的军国主义。不是德国的

国民降服在联合国武力的面前，乃是德国

的皇帝、军阀、军国主义降服在世界新潮流

的面前。战胜德国军国主义的，不是联合

国，是德国觉醒的人心。德国军国主义的

失败，是 Ｈｏｈｅｎｚｏｌｌｅｎ家（德国皇家）的失
败，不是德意志民族的失败。对于德国军

国主义的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更不是

我国徒事内争托名参战的军人和那投机取

巧卖乖弄俏的政客的胜利，是人道主义的

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

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

主义的胜利，是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利，是赤旗
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

纪新潮流的胜利。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

尔逊（Ｗｉｌｓｏｎ）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
（Ｌｅｎｉｎ）、陀罗慈基（Ｔｒｏｔｓｋｙ）、郭冷苔（Ｋｏｌ

ｌｏｎｔａｙ）的功业；是列卜涅西（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
夏蝶曼（Ｓｃｈｅｉｄｅｍａｎｎ）的功业；是马客士
（Ｍａｒｘ）的功业。我们对于这桩世界大变
局的庆祝，不该为那一国那些国里一部分

人庆祝，应该为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庆

祝；不该为那一边的武力把那一边的武力

打倒而庆祝，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

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②

据此，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晨报》复刊的

《发刊词》即使不是李大钊亲自起草的，也是参

与了相关讨论，其思想主张被主持其事者所采

纳而写入《发刊词》之中。

其次，李大钊在《晨报》复刊后不久，即在

该报发表系列文章，介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相

关情况。

从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１４日起，李大钊所译《最
近欧洲社会党之运动》一文用“去?”的笔名③

在《晨报副刊》连载，至１９１９年１月２８日，共刊
载３８小节。李大钊笔名“去?”的确认，说明
李大钊在离开《晨报》两年之后，又重新为《晨

报》撰稿，恢复了与《晨报》当局一度断绝的关

系，有可能开始介入《晨报》的编辑工作。而事

实上，他在《晨报》于１９１９年２月７日正式改版
前率先发表介绍欧洲社会党的文章，对《晨报》

的改良有较大促进作用（详后）。

此一时期的李大钊，在《言治》季刊、《新青

年》等刊物上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及上文所引《庶民的胜利》和《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
利》等介绍和宣传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论

文④，举起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远早于

《晨报副刊》于１９１９年４、５月刊载的陈溥贤关
于马克思生平及学说的译介文章。可以说，在

当时的中国，李大钊是第一个开始宣传马克思

主义的学者。

《晨报》改良之前的陈溥贤在做什么？此

时，他作为《晨报》社的特派记者，被派往日本

采访。他按计划去日本的军部、政党团体和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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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④

②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２卷，第２５８页、２５９页。
“去?”的这篇译文最初发表于１９１８年７月出版的《言治》季刊第３期上，而后才在《晨报》第７版连载。详细考证，参阅

杨琥《〈每周评论〉等报刊若干撰稿人笔名索解》，《历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分别载《言治》季刊第３期，１９１８年７月１日；《新青年》第５卷第５号，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１５日（实际延至次年１月出版）。



会机构进行考察，并发表了《欧洲会议之性质》

（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９日）、《日本之讲和态度》（１９１９
年１月 １１日）、《原内阁之第一次中日借款》
（１９１９年１月２１日）、《日本之黎明运动》（１９１９
年１月２８日）等四篇报道。他在《晨报》第 ７
版即“副刊”上，不仅无任何文章发表，而且他

在其他版所发表的报道内容与传播马克思主义

乃至欧洲社会主义思潮毫无关系。可见，尽管

他是《晨报》社的记者，但他的报道重心，与李

大钊在《晨报》改良前率先发表介绍欧洲社会

党的文章，在推动《晨报副刊》改革上，作用和

意义是相当不同的。

可能正是由于李大钊的作用和影响，《晨

报》复刊后，从第一天开始，就用较多篇幅报道

欧洲社会党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例如，１２
月１日复刊当天，就报道了有关德国“社会党
选举大胜”、“德国各政党之态度”、“全俄政府

政变之由来”等情况①；１２月 ２日报道了德国
“工兵会宣言”、“联邦大会议”、“俄女革命家东

游”等消息②。从１２月中旬起，该报又开始用
较大篇幅刊载介绍宣传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块头

理论文章：１２月１４日开始，李大钊用“去?”笔
名发表《最近欧洲社会党之运动》，１２月１７日
开始连载“建侯”所撰《德国社会党人事略》③

等。与此同时，“社评”中也开始出现批评资本

主义、倾向社会主义的苗头，如“以芬”撰写的

一篇社评中提出：

夫一社会中资本家之数恒少，而非资

本家之数恒多。大战以前，欧美各国之经

济组织，大都以保护资本家为主，今后则或

与之相反，即前此之经济政策，倾于生产主

义，以生产之利得归之资本家者，今后将置

重于分配主义，以其利得归之于生产关系

之多数民众。④

所有这些都说明，《晨报》在１９１９年２月７
日改版前，报社内部介绍宣传社会主义已经形

成某种共识并见诸实际采编报道行动，２月 ７
日的改版及以后的变化只是此种共识和行动的

自然结果。

第三，在《晨报》改良之后，李大钊与《晨报

副刊》关系非常密切，事实上在指导或协助《晨

报副刊》的编辑工作。

《晨报》在“改良预告”中称：

本报从二月七日起（即正月初七日

起）将第二张大加改良：一、增设自由论坛

一门，欢迎社外投稿，凡有以新修养、新知

识、新思想之著作惠寄者，无论文言或白

话，皆所欢迎；二、译丛一门，拟多采东西学

者名人之新著，且择其有趣味者?译之；

三、剧评一门，拟专择与文艺关系比较的有

高尚精神者登载之，如承投稿，亦所欢

迎。⑤

《晨报》正常情况下日出２张，共８版，节
假日则出１张半，即６版。后来著名的副刊一
般在第７版，即在“第二张”上。

我们必须注意的是，１９１９年２月７日《晨
报》“改良”的当天，在绝大多数读者尚不知道

该报要“改良”的消息的情况下，李大钊的文章

《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

的社会革命》就已经出现在这一张“副刊”的

“自由论坛”上，并连载两天⑥。这说明，李大钊

不是普通的投稿人，他的文章是提前策划、撰写

并为《晨报》这次改良服务的。

不仅如此，自此以后，李大钊的文章频繁地

刊发于改良后的第７版上。５天后，他发表第
二篇文章《劳动教育问题》，连载两天；１０天后，
即２月 ２０日，又发表第三篇文章《青年与农
村》，连载三天；３月４日，发表第四篇文章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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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详细内容参见《晨报》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１日第３版。
参见《晨报》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２日第２、３版。
详见《晨报》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１７～３１日第３版（１９～２１日在第６版），从１２月２５日第七部分开始无署名。另，《东方杂志》第

１６卷第２、３号（１９１９年）连载《德国之社会党人物》一文，署名“善斋”，经核对，内容与此文相同，文末注明译自日本《东京日日新
闻》，暂不清楚“善斋”与“建侯”是否为同一人，但文章内容据此可确定译自日文报纸。

以芬：《战后思想界之趋势》（续），《晨报》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５日第２版。
《本报改良豫告》，《晨报》１９１９年１月３１日第２版。
《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晨报》１９１９年２月７日至９日，收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

《李大钊全集》第２卷，第２８７～２９０页。



名的《新旧思潮之激战》；３月１４日，发表《现代
青年的方向》，连载两天；３月２８日，发表《现在
与将来》；５月１日，发表《五一节（ＭａｙＤａｙ）杂
感》。

李大钊从《晨报》改良实行之日起，就在新

设的专栏第７版如此密集地发表文章，可见李
大钊与该报副刊的密切关系。更不寻常的是，

李大钊于１９１９年元旦所撰的《大亚细亚主义与
新亚细亚主义》一文，在 ３月 ６日的《晨报副
刊》“自由论坛”登载以后，在３月２１日的“自
由论坛”栏目中又再一次发表。这说明，如果

不是亲自主持或参与其事者，是很难有此条件

的。这些事实，充分证实李大钊对《晨报副刊》

改良起了实际指导者的作用。

相较之下，被石川祯浩认定为《晨报副刊》

指导者的陈溥贤，从《晨报副刊》改良直至４月
１日仍在日本，继续做《晨报》的驻东京特派员。
在２月７日改版之后，他先后发表了数篇报道，
但与马克思主义并无直接关系①。这些通讯均

发表于第７版以外的版面，在第７版“副刊”上
并无文章发表。直到４月１日，陈溥贤才开始
在第７版副刊发表文章，这就是河上肇的《马
克思奋斗生涯》译文；５月５日起，他又发表了
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译文。陈溥贤

报道重点上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到底是随着

在日本采访的深入，他作为具有记者的特殊敏

感的人，已经发现了日本社会出现的马克思主

义的传播热，也开始报道和译介有关马克思的

生平与学说，还是随着《晨报》“改良”、专设第

７版作为“副刊”以后，主持者要求他关注并提
供这方面的稿件，这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如果是后者，那么，就是李大钊的办刊方针影响

了陈溥贤，使之朝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努

力；如果是前者，那么从时间上看，陈溥贤译介

马克思主义也远在李大钊之后。无论是哪一种

情况，石川祯浩的结论都无法成立。

第四，大量旁证材料均说明李大钊主持了

《晨报副刊》改良初期的编辑工作。

例如，与李大钊关系密切的罗家伦等能够

“预知”《晨报副刊》内部的编辑情况并能配合

其要求预先制定编译计划、“预告”自己的文章

将在《晨报》陆续发表②。

第五，《晨报》在改良之时选择李大钊协助

或指导这一工作，是双方具有共同的追求与理

想而互相支持、互相配合的最佳结合。

从《晨报》方面来说，进步党的领袖人物之

中，梁启超虽一度是中国思想界一颗耀眼的明

星，但随着时代的迁移，他在思想界已经渐失往

日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且其资助和关注的是设

在上海的《时事新报》，对《晨报》的影响本来就

有限。而与《晨报》关系较深的几位进步党领

袖人物中，汤化龙已经被暗杀，孙洪伊在此之前

已经南下，政治上日益向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

靠拢。此时在北京负责和参与《晨报》事务的

领袖人物只有蒲殿俊一人，此人虽曾在晚清预

备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中起过一定作用，后来

又担任过众议院的议长，五四运动后也曾参与

新文化运动，但他的兴趣在戏剧改良，与整个新

文化界的联系很难说密切，其人脉关系也主要

局限于政治人物。因此，地处北京的《晨报》要

改良，就不能不倚重当时新兴的知识群体，尤其

是当时以北京大学为大本营，以陈独秀、胡适和

李大钊等为首的新文化群体。正如朱成甲先生

所说：“《晨报》的改良，需要李大钊与《新青年》

群体给予它支持帮助。只有获得这种支持帮

助，它的改良计划才能得以实现。”③在这一群

体中，陈、胡与《晨报》素无关系，而李大钊则渊

源甚深，是可以依靠与信赖的人，因此，《晨报》

邀请李大钊来参与筹划和主持《晨报副刊》的

改良，就是最为合乎情理的选择。

从李大钊方面来说，此时的李大钊虽然已

经离开了《晨报》，但仍与《晨报》社及报社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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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些报道包括：《日本组织劳动党之运动》（１９１９年２月１１日）、《黎明运动之第一声》（１９１９年２月１４日）、《异哉日本之
排华言论》（１９１９年２月１６日）和《日本之普通选举》（１９１９年２月２３日）。石川祯浩将《晨报》上发表的《日本之新潮流》（１９１９
年３月２０日）、《日本之马克思研究热》（１９１９年４月２４日）两篇报道也当作“渊泉”的文章，经查对，这两篇报道并无“渊泉”署名，
未必是陈溥贤所撰。

有关详情，参见杨琥《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与〈新青年〉‘马克思研究’专号的编辑与出版》（待刊）。

朱成甲：《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李大钊历史作用问题的探讨》，《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８期。



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晨报》负责人辛木的

时评《矛盾》一文中，不仅引述了李大钊《新的！

旧的！》中的言论，且称李大钊为“我的朋友”①。

李大钊与渊泉（即陈溥贤）的友谊和来往，则更

为密切②。这些都说明，李大钊尽管离开了《晨

钟》报，但与《晨报》社及其重要的编辑、记者均

保持着密切来往。

更重要的是，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和

现实斗争的需要，作为月刊的《新青年》编辑出

版周期太长，已远远跟不上现实的发展，满足不

了社会的要求，必须提高新文化传播的速度和

广度。为此，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办了《每周评

论》，以批评时政，但刊行周期仍较长，且发行

等也面临一定困难。《晨报》作为一张有着完

善的发行网络、拥有大量读者群、在社会上有较

大影响的日报，自然比月刊和周刊更有助于以

最快的速度将世界上的最新消息传播给社会大

众。《晨报副刊》这块舆论阵地对李大钊等人

来说，实在是求之不得的阵地了。

果然，《晨报副刊》改版之后，新文化群体

迅速聚集在该刊周围。在２月７日改版之后，
与李大钊同时出现在《晨报副刊》上的作者不

仅有志希（罗家伦），还有若愚（王光祈）、涵庐

（高一涵），而且不久又加入了一湖（彭一湖）、

张赤（张申府）、鲁迅、徐彦之、孟真（傅斯年）、

胡适、只眼（陈独秀）、舍我（成舍我）等。这些

作者中，有的是北大的学生、《新潮社》的社员，

如罗家伦、傅斯年和徐彦之等；有的是北大的教

授、《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作者，如高一涵、

张申府、胡适、陈独秀等；有的是李大钊的朋友、

同学，如王光祈、成舍我；鲁迅和彭一湖虽不属

于上述几种情况，但也分别是《新青年》和《每

周评论》的重要撰稿人。而《每周评论》、《新青

年》和《晨报副刊》上所发表的作品，这三家刊

物通常互相转载，如李大钊《劳动教育问题》首

先刊于１９１９年２月１４日至１５日的《晨报》，在
２月１６日的《每周评论》上即转载，又如李大钊
《新旧思潮之激战》，也是先发表于《晨报副刊》

后为《每周评论》转载；同样，《晨报副刊》先后

转载了《新时代之根本思想》（一湖）、《武力解

决与解决武力》（胡适）、《狂人日记》（鲁迅）、

《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李大钊）、

《朝鲜独立运动之感想》等《新青年》、《每周评

论》上的作品。

这些情况都说明，《新青年》、《每周评论》、

改良后的《晨报副刊》即使不是一个班子三块

牌子，也有着密切关联和互动关系，而居中主持

或居间协调的不是别人，只能是李大钊。

此后不久，上海的《民国日报》和《时事新

报》也迅速跟进，先后开辟《觉悟》和《社会主

义》等副刊，１９２３年春以后北京《京报》陆续出
版特刊，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与其他三大

副刊的编者之间保持密切联系，他们的文章各

副刊间可以相互转载，形成了一个时效性强

（日出四刊）、南北呼应（以京沪两市为大本营、

南北思想界互相配合）、影响范围极广（辐射全

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阵地。

三、几点结论与愿望

在研究近现代史的过程中，各种报刊上发

表的文章，到底是作为孤立的证据材料来看待，

抓来就用，还是把发表这些文章的语境等因素

也一并考虑在内，从文章发表的过程中来审视

和使用这些文章？这一问题看似简单，在实际

的研究工作中，不同的做法却会从同一篇文章、

同一条材料中得出很不相同的结论。对李大钊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几篇文章的解读所遇到的正

是此种情况。

从以上种种论证，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以下

结论：

第一，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五四运动爆发之前，就已

经开始关注、研究、介绍宣传欧洲各国的社会主

义运动。这说明，中国近代先进分子为挽救危

亡，一直在不懈地、全方位地向外部世界寻求救

国真理。这就为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迅速传播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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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木：《矛盾》，《晨报》１９１９年３月１３日第３版“时评”。辛木为何人，笔者尚未查清楚，但从他经常为《晨报》撰写时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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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祯浩对李、陈之间的关系论述甚详，参阅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６～２２页。



第二，李大钊及中国当时的先进分子宣传

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不限于《新青年》，《新青

年》只是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之

一，复刊后的《晨报》，特别是改良以后的《晨报

副刊》是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阵地，而且

由于《晨报副刊》是逐日出版，这就与按月出版

的《新青年》不同，它可以更短的周期、更高的

时效性，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覆盖面，把马克

思主义理论及相关信息传播到全国。

第三，李大钊在《晨报》的工作，并不是一

个普通的报社记者或通讯员的工作，也不是一

个普通文字编辑的工作，他所担当的，是一个组

织者、协调者的角色。正是通过他的杰出工作，

《晨报》从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１日复刊第一天开始，
特别是从次年２月７日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有组织、有系统传播的最重要的阵地之

一，其作用与《新青年》相比，可以说毫不逊色。

第四，李大钊并不是第一个关注到俄国十

月革命的人，也不是与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

建立直接联系的第一人———远在他之前，中国

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已

经在其党报《民国日报》上率先报道十月革命

的消息①，孙先生本人也在１９１８年夏间就与列
宁建立了直接联系②，然而，无论是国民党的机

关报上海《民国日报》也好，还是梁启超的进步

党在上海的机关报《时事新报》等也好，虽也报

道过一些有关欧洲社会党的消息，但却迟迟没

有系统地、有组织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在李

大钊举起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后，在他的

指导和帮助下，复刊以后的《晨报》，紧密地配

合《新青年》，在《晨报副刊》开始有组织、有系

统地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世界社会主义

运动的文章。正是在《新青年》和《晨报副刊》

的带动下，《民国日报》、《时事新报》和稍后的

《京报》等迅速跟进，先后辟出专栏专刊，宣传

马克思主义③，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

国传播的热潮，为此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

了社会氛围和思想理论基础。

正因为如此，李大钊不仅成为最早在中国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而且还是最早在中国传

播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者和协调者，正是由于他

的出色工作和人格魅力，马克思主义才会在当

时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得以迅速传播，

并最终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新起点。

相比之下，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学术研究

还很不够，一些最基本的史实，包括一些作者的

笔名等都不甚了了。因此，我们真诚地希望同

行学者能够在前辈学者们所做研究的基础上，

集中一些力量，对李大钊五四前后在《晨报副

刊》等民国著名四大报纸副刊上传播马克思主

义的历史、组织系统、人际网络、学术思想渊源

等展开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④。这样做不仅仅

是要弄清这一段历史，而且更重要的是学习体

会李大钊等先辈们如何顺应世界潮流，把马克

思主义理论引入中国并迅速使之大众化、与中

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成功经验，为中国当

代的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学术界应

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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